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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多人少”的应对之道：清代、民国与当代的比较研究

尤　陈　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尽管“案多人少”的问题近年来才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但实际上，“案多人少”并非当代中国的
司法才开始出现的新问题。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民国时期，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都曾面临着“案多人少”
的严峻考验。民国以来，官方不再像清代那样主要依靠刻意限制民众提起诉讼时可供使用的“制度资源”
来打压其诉讼需求，而是将增加新式法院数量和扩充专业法官队伍作为努力的主要方向。在这个过程中，
对有关“调解”的话语资源的有意利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当代中国若要务实有效地应对“案多人少”的问
题，并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大量扩充法官编制和增加法官人数，而是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资源进行重组优
化，以及妥善地利用包括“调解”在内的各种话语资源来弥补可供利用的现有制度资源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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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２００５年左右开始，关于中国司法系统正在遭遇“案多人少”之困境的论调，开始越来越多地见

诸报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声称，“近些年来，‘案多人少’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最突

出的困难和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在法院系统尽人皆知，而且在社会上也引起广泛关注，在两会上一再引

起热议，中央有关部门更是高度重视，采取增编、加强基层保障等方式予以缓解……‘案多人少’已经放大

成为反映法院工作困难、压力、难度和挑战的代名词……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迫切

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国一定程度上进入‘诉讼爆炸’、‘诉讼社会’
的集中表现”。① 对于这种所谓“案多人少”状况的讨论，在中国法律实务界早已不绝如缕，在中国法学界也

不乏其声。② 但这些讨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均集中于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哪些方式对“案多人少”的困

境予以缓解乃至克服。与那些现实主义的对策性论说不同，笔者将在历史维度中审视这一问题，通过对清

代、民国和当代中国应对“案多人少”问题的途径加以比较，从中发现其主要的异同点及其深层成因，拓展

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广度与深度，进而能从历史的视野中获致某些现实启示。

一、“案多人少”：新现象抑或旧问题

（一）“厌讼”幻象之下的清代诉讼实况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绝大部分的中国法律史论著，往往都热衷于强调“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

价值取向和影响悠久的 法 律 传 统”，③ 而《论 语·颜 渊》中 孔 子 的 那 句 名 言“听 讼，吾 犹 人 也，必 也 使 无 讼

乎”，以及《易经·讼卦》中的“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一语，则属于最常被使用的历史论据之列。长期

以来，传统中国实际上几乎被学术界刻画成诉讼稀少的社会景象，进而被认为与西方社会所谓的“好讼”景
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④ 然而，晚近以来，一些反思性研究已经指出，今人对于前述引自孔子和《易经》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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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历史论据普遍存有误读和错解。⑤ 不仅如此，日 益 增 多 的 历 史 实 证 性 研 究 成 果 显 示，至 少 自 宋 代 以 降，
“好讼”之风在不少地方已经抬头和发展，清朝尤为突出，这不仅在当时的一些地方志记载中得到反映，⑥

而且还直观地体现在司法档案之中。以清代巴县衙门为例，从对留存至今的档案所做的统计来看，在同治

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年），每年的新控讼案多达１　０００件至１　４００件（年均１　０９８件）。⑦ 而根据光绪三十三年

至宣统元年（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该县知县所呈交的报告，巴县衙门在此期间年均受理民事新案６３３起，不过

“这个平均数很可能要比其实际受理的民事讼案数为低，因为出于考绩的考虑，县官们往往都习惯于向上

少报其治下的讼案数量”。⑧

诉讼案件蜂涌而至的后果之一，便是造成了令地方官员为之头疼不已的“积案”问题。例如，根据各省

巡抚在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的奏报，当时积压案件总数超过１　０００件的省府衙门有四个，分别是湖南（３
２２８件）、福建（２　９７７件）、广东（２　１０７件）和江西（１　６１０件）。⑨ 而积案的大量存在，并非全因地方官员们懈

怠其事所致。对于集司法和行政于一身的清代州县官来说，其平均每月能够审结的讼案数通常只有一二

十件。在这种有限的理讼能力面前，即便是像汪辉祖那样的模范官员，往往也无法做到彻底清结所有的讼

案，更何况有清一代，县级有权处理讼案的官员人数，就官方制度上的正式编制而言，始终在低水平上维持

相对的稳定，而并没有随着词讼规模的不断扩大而相应增加。⑩ 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少地区讼案剧增乃至案

件大量积压的事实，有学者认为，明末以降便有不少区域进入了“诉讼社会”。瑏瑡

（二）民国时期新式法院面临的讼案压力

就司法体制而言，清末变法的一个重要变革，是在“司法独立”的理念倡导之下，司法权与行政权开始

正式分离。瑏瑢 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举措便是在全国推动普设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新式审判机关———各

级审判厅。民国肇始，普设新式审判机关的计划被继续推进，其中尤以江苏、湖北两省最为积极。瑏瑣 然好景

不长，“１９１４年，袁世凯政府将清末以来陆续设置的地方审判厅裁撤三分之二，初级审判厅全部裁并”。瑏瑤 不

过在袁世凯统治结束之后，北洋政府从１９１６年底开始重新推动新式审判机关的设置。１９２８年之后，南京

国民政府又制定了多个法院普设的计划并加以推动，尽管总体落实效果不甚理想。瑏瑥

民国时期，这些新式法院所处理的案件数量，总体上一直在急剧上升。在１９１４年时，全国２５所高等

审判厅和３６所地方审判厅所审结的案件总数为８６　６８９起，各审判厅年均审结案件１　４２１起，到了１９３６
年，全国各省法院共审结案件３８１　６３９起。瑏瑦 按照当时３９７所新式法院（最高法院除外）的规模计算，１９３６
年时各法院年均审结９６１起案件。从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１９４７年１０月的２６个月之内，全国新式法院共审结

案件２　０８３　３５２件，按照１９４７年时的全国法院规模（包括地方法院７４８所、高等分院１１９所和高等法院３７
所）粗略估算，瑏瑧各法院年均处理案件１　０６４起。

无论是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积案都是令司法部门为之头疼并力图加以改变的现

实问题。以广东为例，１９２８年初，不仅在其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中专门增设了清理积案庭，还特别就上至

庭长下至推事的办案最低数量加以硬性规定，但即便如此，到了新任院长陆嗣曾在１９３１年底接掌广东高

院时，等待他的仍有１　２００余件未结案件，以至于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在１９３６年视察广东时，不免有“虽

然各省都有积案，而广东积案更多”的感慨。瑏瑨事实上，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独广东如此，很多省份的法

院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到积案问题的困扰。例如在江苏，清理积案的工作看起来同样是遥遥无期。１９３４年

１月至１０月之间，江苏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所收的民刑事案件便超过２　７００起，较之于１９３３年同期增加了

４４．４％，其中仅１９３４年４月的积案便多达５００起。江苏高等法院见此情景，于是派出４名试用法官帮忙

处理。但是，由于新案在不断地涌入法院，尽管这些法官竭尽全力，相较１９３３年时已经多处理了９００起案

件，但仍有超过５００起的积案未能处理。瑏瑩

（三）当代中国的“诉讼社会”
根据最近出版的一份中国法律发展报告，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３０多年内，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所受理的各

类案件（包括一审、二审、再审案件）总数增长了１１．２倍，即由１９７８年的６１．３万件增至２００９年的７４６．２
万件，其中尤以民事案件的增长总量和幅度最为引人注意。在这３０年左右的时间内，各级法院受理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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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数量，已从３１．８万件增至６４３．６万件，足足增长了１９．２倍。以民事一审案件为例，２０１０年时已经

达到６０９万件，较之１９７８年的３０万件翻了２０多倍。在此期间，法官人数虽也有不小的增长（从１９８１年

的６万多人增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９万人），但其增长幅度远远不及案件增长的总体趋势。而这首先便意味着法

官的工作量将有所加重：“法官年均审执案件的数量由１９８１年的２０件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７件。”瑐瑠 事实上，
这份报告中所提及的２００９年法院受案总数，还只是指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该年的新收案件数。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２００９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该年的受理案件便有１１　３７８　８７５件

（除此之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１３　３１８件）。这意味着在２００９年的７４６．２万件新收案件之外，
尚有近４００万件先前遗留下来的未结案件。

面对这样状况，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张文显指出，根据２００９年中国的诉讼状况

估算，“姑且以每一起案件平 均 涉 及６名 当 事 人 及 直 接 利 益 关 联 人 计 算，在１年 之 内 就 有 将 近７千 万 人

（次）涉诉，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５．２４％”，而如果将“诉讼、准诉讼、类诉讼所涉人数加在一起，则涉诉人口

达到１亿２千万，占全国人口的９．２％；如果再把人民群众诉诸民间组织、行业协会等调处的矛盾纠纷加

进来，则涉诉人口比例将更高。以总人口和涉诉人口比例不变来计算，１０年之内就有十多亿人（次）与诉

讼或曾经与诉讼沾边———被别人起诉（告诉），或起诉别人（告诉），主动或被动地充当证人，或者因为与案

件当事人有直接利益关联而涉诉”。这个诉讼率比例，已经非常接近他所谓的“诉讼社会”标准：“如果一个

社会每年约有１０％的人口涉诉，则该社会即可被认定为‘诉讼社会’”。而“诉讼社会”带给法院的挑战，首
先便是使得“案多人少”的矛盾愈发加剧，其直接体现则是，２００９年，“以全国法院实有法官１９０　２１６人计

算，人均办案５４．２５件，不少基层法院的法官人均结案数达到３００件以上”。瑐瑡

作为“案多人少”状况之直接反映的人均结案数记录近年来一直在法院系统内部节节攀升。以２００８
年的情况为例，根据一些相关的报导，在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人均受理案件数超过１２０件；江苏省各级

人民法院一线审判人员的人均结案数为１１７．４９件，而在南京、宿迁、苏州、南通、连云港等地，人均结案数

更是达到２００件以上，例如靖江市人民法院一线法官人均办案超２００件，昆山市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人均

结案数为３０１件，溧水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部门的人均结案数达到３１９件，个别地方甚至还高达６００、

７００多件。瑐瑢 被不断在各地刷新的还有法官个人的最高结案记录。例如，江阴市人民法院滨江人民法庭张

勇法官２００８年全年共审结案件６８２件，另外还办理了执行案件８５件；２００９年，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２６
岁的女法官胡芳芬年度办案７９８件，将该院前一年的纪录（６６９件）提高了１００余件；２００９年，在该年法官

人均结案４１８件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刘晓宇法官共审结案件１　６５８件，而该院的卢建文法官则共办执

行案件１　９２４宗。瑐瑣

由上可知，无论是在清代，还是民国时期，抑或当代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案多人少”的问题。事实

上，“案多人少”的情形始终具有比较典型的区域性：在清代，常被形容为“讼案山积”的区域，主要为湖南、
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等东南沿海和南方的省份；在民国时期，讼案较多的区域进一步

扩大，其中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特别突出；瑐瑤 在当代，则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天津等

地，其中来自江苏的报导尤其众多。造成这种状况的诸多因素中，商业化程度的影响极为重要，正如民国

时期曾身居司法界要职的罗文干在１９３０年代所言，“我（国）之诉讼区域实随工商业而增减”。瑐瑥

二、应对之道的类型化比较

在这些讼案较多的区域，其应对之道虽然各地存异，各时有别，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就对当时司法体

制的维护而言，“制度资源”和“话语资源”各有其不同的功用，且往往互动配合。本文所称的“制度资源”，
是指现有制度框架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扩充或限制地利用的各类实体性资源，主要包括内部惯例、人
力资源、财力资源等。而“话语资源”则是指那些可被用来借以表达某种评价倾向，并因此能够产生某些外

在功能的语言叙述及其结构。以下将借助于这一对概念，来剖析不同时代应对“案多人少”的措施之异同，
并进行类型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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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制度资源”的不同利用方式

１．清代：制度资源的压制性使用

《大清律例》专门对官员受理诉讼案件的职责加以规定：“凡告谋反、叛逆，官司不即受理差人掩捕者，
虽不失事，杖一百，徒三年。因不受理掩捕，以致聚众作乱，或攻陷城池及劫掠民人者，官坐斩监候。若告

恶逆，如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之类，不受理者，杖一百。告杀人及强盗不受理者，杖八十。斗殴婚姻田宅等

事不受理者，各减犯人罪二等，并罪止杖八十。”瑐瑦但这并不意味着清代的任何民人在任何时候均可向衙门

提起任何诉讼。在清代，官方将诉讼事件大致区分为两种类型———“词讼”和“案件”，并就其衙门受理告诉

的时间等方面做了不同的规定。瑐瑧 对于户婚田土等所谓细事词讼的提起而言，除了规定每年农忙时节（农

历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停止受理此类诉讼，而仅受理“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坏法等重情，并奸

牙铺户骗劫客货查有确据者”，瑐瑨 各地衙门自行规定的状式条例亦多有限制。瑐瑩

此外，民人提起户婚田土等细事词讼（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民事诉讼），还需遵守各地衙门关于放告日期

的惯例，正如嘉庆年间的一道札令所言：“民间词讼事件，除人命盗劫重案许令随时控告外，其余户婚田土

斗殴细事并非迫不及待者，向有放告日期听民投呈”。瑑瑠 在１７、１８世纪，各地衙门大都奉行“三六九放告”的

惯例（即每月逢三、逢六、逢九受理民词），到了１９世纪中后期，尽管很多地方的讼案数量剧增，很多州县衙

门却反而压缩放告日期，转而奉行“三八放告”的作法。更有甚者，一些衙门还规定了放告日的收状总数：
“三八放告收呈之期，严定额数，只许新词几纸，旧词几纸，踰额则不收受”。瑑瑡

总体而言，有清一代，尽管通过律例规定和司法惯例共同确立了衙门放告的惯常作法，但面临着讼案

数量日增的大趋势，民人可用来提起诉讼的上述制度资源却是有减无增，从而呈现出空间越来越小的总体

被压制局面。

２．从民国时期到当代：制度资源的扩充性使用

由于治理理念和财政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在清末变法之前，清代官方始终没有通过明显扩增有权处理

案件的常规官僚人数的方式，来积极应对当时不断扩大的民间词讼规模。与之不同的是，民国和当代中国

均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通过增设专门性的司法机构和扩增司法人员的方式来主动应对讼案增多的趋势。
随着清末民初新式审判机构的设立，专业化的司法官也开始大量出现。例如在１９３６年时，各级法院

的推事已增至２　７００余人，他们大都受过新式的法律教育，其中经考试出身者有１　９５５人，其比例超过全体

法官人数的７０％。瑑瑢 新中国成立后，从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０９年的近３０年时间内，不仅各级人民法院的数量大为

增多（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２００９年时共有３　５５９所），中国的法官人数也由最初的６万多人增至１９万

人。瑑瑣 并且，相较于清代，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当代中国，既不再根据讼案类型的差异来规定不同的放告

日期，亦不复奉行仅于特定的日期内受理诉讼的惯例，而是将专门性司法机关的大门向民众更全面地敞

开，不再通过压缩民众提起诉讼时可供利用的制度资源来强行打压其诉讼需求。
（二）话语资源与制度资源的缠绕性共生

在借以应对“案多人少”局面的话语资源方面，不同的时期也有所不同。概括来讲，清代更多的是通过

对“无讼”的宣扬和对“健讼”的谴责来否定诉讼的正当性，从而在对原先的制度资源予以压制性使用的同

时，也试图借助于话语的力量来压制和贬低民众的诉讼需求。民国时期，在致力于塑造新式司法系统的正

当性之时，同时也吸纳了中国传统的“调解”话语的某些内容，以便于将“调解”的内容整合进正式司法制度

之中，希望能有助于减轻由于诉讼程序繁杂等因素而导致不少案件积压未结的压力；而当代中国则在不否

定诉讼本身之正当性的前提下，近年来已开始借助于对包括“调解”在内的某些话语资源的改造和宣扬，来
软化并拓展司法体系的边界，进而倡导将一部分潜在诉讼需求从单一的法庭诉讼模式中分流出来，交由其

他组织或个人加以处理，以弥补原有的制度资源之不足。

１．清代：“贱讼”话语对民众诉讼需求的压制

明清以来，官方对待法律知识在民间传播的态度颇值玩味。一方面，至少自宋代以来，关于如何进行

诉讼的知识，便借助于讼师秘本、日用类书等文字载体在民间传播，但这类知识的传播始终面临着被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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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禁的危险，以至于从明到清，讼师秘本的编印被严厉禁止，日用类书中有关讼学的部分，亦遭逐渐削减乃

至不复出现。瑑瑤另一方面，明清律中均有刊载的“讲读律令”条，不仅要求官员们必须熟读律令，通晓其意，
而且还鼓励民众也如此行事。按照该条律文的规定，除了事干谋反、逆叛之外，“其百工技艺、诸色人等，有
能熟读讲解、通晓律意者，若犯过失及因人连累致罪，不问轻重，并免一次”。瑑瑥 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官方的

法律宣讲手段有张挂法律摘要、特别条例、各类告示及公布某些案件裁决、宣讲《圣谕广训》等。瑑瑦

上述作法看似牴牾，实则并不矛盾。这是因为，官方乃是根据法律知识类型的不同，对其在民间的传

播选择性地给予打压或鼓励。具体而言，官方打压那些被认为可能会促生更多诉讼的讼学知识在民间的

传播，而对于那些有助于灌输其所奉行的秩序理念和治理信条的法律知识，则通过各种途径给予宣扬。
就有关诉讼的话语来看，当明清时期的简约型司法体制在“制度资源”方面逐渐无法有效应对讼案日

增的社会情势变迁之时，那种由宣扬“无讼”的话语和谴责“健讼”的话语共同汇流而成的“贱讼”话语，就越

来越被作为一种压制诉讼需求产生的话语资源，以用来弥补和维系其司法体制的正当性。

２．民国时期：对传统“调解”话语的援用

从晚清变法开始，民国以来，随着司法独立理念的影响扩大和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普设法院等具体措施

逐渐得到落实，诉讼本身已不似清代那样在意识形态中无多少道德正当性可言；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亦不

再像其清代同侪那样极度倚重对“无讼”的追求来彰显其治绩。但另一方面，新式司法系统处理诉讼案件

的能力，由于程序繁琐、审级过多、司法官员人数相对不足等原因，随着诉讼案件的逐渐增多而显得捉襟见

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司法改革的悖论是，法院系统的扩张原本旨在增强国家处理诉讼案件的

能力，但事实却是司法职能的扩张招致了更多的诉讼案件，结果超越了其制度能有效处理的能力”。瑑瑧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传统的“调解”话语在民国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用，以作为将“调解”的某些

内容整合进正式司法制度的正当化论据。其典型例子之一，是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于１９２９年向中

央政治会议提议《民事调解条例草案原则》时用来阐述其主旨的一段说明：“查民事诉讼，本以保护私权，而
一经起诉之后，审理程序，异常繁重，往往经年累月，始能结案，甚非所以息事宁人之旨。是以晚近各国，均
励行仲裁制度，期于杜息争端，减少讼累，意至良善。我国夙重礼让，以涉讼公庭为耻，牙角细故，辄就乡里

耆老，评其曲直，片言解纷，流为美谈。今者遗风渐息，稍稍好讼，胜负所系，息争为难，斯宜远师古意，近采

欧美良规，略予变通，以推事主持其事，正名为调解，并确定其效力，著之法令，推行全国。庶几闾阎无缠累

之苦，讼庭有清简之观”。瑑瑨

在《民事调解条例草案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民事调解条例草案》于１９３０年１月１１日在“立法院”通

过，并更名为《民事调解法》，由南京国民政府于同月２０日公布，自１９３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于全国。瑑瑩 按照

《民事调解法》（全文共１６条）的规定，“为杜息人民争端，减少讼累，于第一审法院附设民事调解处”（第１
条），“民事调解以推事为调解主任，两造当事人各得推举一人为调解人协同调解”（第３条，调解人的资格

则由第４条和第５条专门加以规定），“人事诉讼事件及初级管辖民事事件，除经其他调解机关调解不成立

或调解主任认为不能调解者外，非经民事调解处调解不成立后，不得起诉。其他民事诉讼事件，当事人亦

得请求调解”（第２条），“调解成立与法院确定判决有同等之效力”（第１３条）。瑒瑠 上述规定意味着，对于相

当大部分的民事诉讼而言，调解被规定为强制性的前置程序，由法院专设机构为之。毋庸讳言，这种对司

法体制内原有的制度资源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对传统中国的“调解”的话语宣扬来完成的。

１９３５年７月１日，随着《民事诉讼法》的施行，《民事调解法》被废止。不过对比两者的内容后可以发

现，尽管《民事诉讼法》取消了民事调解处而改由一审法庭来行使其职责，并对强制调解的案件适用范围做

了限制，但《民事调解法》中的很多内容都在其中得到实际延续。瑒瑡《民事诉讼法》对调解内容的吸纳，同样

与其对“调解”话语的重视密切相关。

３．当代中国：对“调解”制度及其话语的改造利用

在当代中国，处理诉讼案件的司法活动，实际上被视为强化现代民族国家之权威的治理手段之一。瑒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在伴随民主法治话语而生的权利意识的催化之下，以及一些法院基于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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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诉讼费）的考量，或者试图更为积极地回应官方宣扬的某种新时代价值观（例如“为人民服务”、“为经

济发展保驾护航”），而采取主动上门揽案等方式，瑒瑣 来扩大其管辖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多的纠纷处理被鼓

励纳入司法系统的轨道之内。造成这种趋势的重要影响因素，还包括当时党和政府基于其意识形态立场

而秉持的某些观念。正如傅华伶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相较于其对法治的半信半疑，８０年代后的中国政

府更倾向于鼓励争执者诉诸司法，因为“法庭可能并非党心目中解决社会纠纷的理想场所，但若将其与非

官方的社会组织相比，法律机制则有着更容易为党所直接控制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之下，不仅“将婆婆诉

诸公堂的媳妇成为懂得如何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法律权益的女英雄，在法庭上互相辩驳的工厂管理

者们被视为新一代 经 济 领 导 者 的 典 范”，而 且“一 些 通 俗 化 的 法 律 刊 物 开 设 了 专 栏 教 人‘如 何 起 诉 你 的

邻居’”。瑒瑤

这种趋势促成了一种不同于民间调解的“法制化”调解———法院调解———的兴盛。自新中国 成 立 以

来，对“调解”机制及其话语的改造和利用始终都是中国司法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８０年代以前的

“调解”话语及其实践更多的是强调其政治功能，那么在８０年代以后的“调解”话语及其实践中，其解决纠

纷的社会功能则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尽管“调解为主”在这一时期始终被奉为法院工作的一项处理原则，
但其相关表述已有某些微妙的措辞变化，例如１９８２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将之表述为

“着重进行调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较之于８０年代的情况，法院调解率明显逐年下降。８０年代以后对“调解”
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轻法院所面临的诉讼压力，但这种偏好调解而非审判的倾向，即便是８０年

代后期，在当时的法院系统内部和法学界也不乏批评之声。到了９０年代中后期，随着倡导程序主义等理

念的司法改革的推进，法院调解逐渐走向低谷。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调解”的话语资源彻底遭到冷落。实

际上，即便是肖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１０年间（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在追求司法专业化的司法改革主基调

之下，对待“调解”的姿态，也呈现出先“抑”后“扬”的变化趋势。２００２年之后，随着司法政策的转向，调解

重新被得到重视，且其卷土重来之态颇为来势汹汹。以至于有学者在评论“民事司法政策已经从２００７年

确定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原则，正式过渡到２００９年确定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原则”的变化趋势时，认为这“几乎达到了令学界和基层实践部门瞠目结舌的程度”。瑒瑥

在这一时期，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人士用以证成“调解复兴”之正当性的话语资源，除了通过历史溯源

将之塑造成所谓悠久法律传统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主义话语之外，还有一类新的话语资源更值得注意，
这便是将中国的“调解”与国外的“ＡＤ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同质

化类比的话语。如果说８０年代以前的调解意识形态是借助于民族主义意识之下的传统主义话语而得到

强化，瑒瑦 那么，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对于当代中国的调解意识形态而言，另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具说服

力的话语资源，则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而“ＡＤＲ”正是被一些人视为西方国家司法先进经验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也因此被认为是那些现代国家在司法方面之新“现代性”的体现。
在一些学者看来，当前一些学者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ＡＤＲ”与中国的调解进行同质化类比完全就是

一种误解。例如黄宗智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ＡＤＲ”与中国的调解实际上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前者“很

大程度上是由民间机构而不是法官来主导的，它存在于司法体制之外，并不具备司法的性质”，而“后者主

要以法庭而不是民间机构为主导者”。瑒瑧 尽管如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在话语资源方面扩充

“调解”之正当化理由的方式，为“大调解”这种制度资源的扩充性整合创造了新的理论依据。“法院调解实

际上被当作‘大调解’运动的一部分而被重新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并再次背负起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重要

功能。”瑒瑨 而这种借助于对有关“调解”的话语资源的利用来帮助扩充制度资源，实际上正是中国目前用以

应对“案多人少”之现状的主要作法。

三、结语：“案多人少”再检讨

相较于清代与民国的情形，造成当代中国所谓的“案多人少”现状的原因远为复杂。一方面，诉讼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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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当性如今不仅早已不再像在清代那样为官方所刻意贬低，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借鉴和继受西方法

治的某些理念和制度的过程中，一些人反而有意地强调诉讼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乃至将诉讼视为

正义和权利救济的最佳甚至唯一方式。受其影响，司法机关被要求更为便利地面向所有意欲提起诉讼的

民众开放，有时甚至于还被推到社会纠纷解决的最前线。对司法和诉讼的这种认识，直接促成了社会转型

时期大量纠纷涌向司法机关，从而造成了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面临着案件剧增的极大压力。另一方面，民
国时期未尽其功的法院普设蓝图如今早已成为现实，法官人数也已相应增至２０余万之巨，在上述“案多”
现状面前之所以仍显“人少”，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并非主要由于法官队伍的绝对人数过少，而是在于真

正专门承办案件的法官人数不足。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曾在２００２年指出：“现在我们２０多万名

法官中，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只有１５万左右，有近５万名法官并不在审判岗位。这是最高法院统计的，我
估计不在审判岗位的法官人数还要多。”瑒瑩 一些来自基层的报导也证实这种说法，真正从事实际办案工作

的“一线法官”，在一些地方仅占到具有审判资格的法官人数的６０％－８０％，而如果从“一线法官”占法院

编制内人员总数的比例来看，一些地方只有三四成而已。瑓瑠

考虑到上述现实，若要务实地应对“案多人少”的问题，像清代那样刻意压缩民众提起诉讼可供利用的

制度资源的方式自然不足取，但仅仅是简单地寄希望于大量扩充法官编制和增加法官人数的做法也绝非

良策。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大量扩充法官编制必然会直接受到财政等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因为，在目前法院

内部审判业务和行政事务管理之间的关系尚未匹配至较优状态的现状下，诸如大量增加法官编制之类的

制度资源的简单化扩张，未必就能够真正扭转局面，反而有可能使得原先的结构更为恶化。法官人数的增

加，同时也意味着从事法院行政管理事务的岗位的增加，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官僚会制造更多的官僚。瑓瑡 实

际上，制度资源的扩充，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法官人数的大量增加（这仅仅只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制度资

源扩充），而是还包括通过将审判业务和行政事务管理的结构进行重组优化，以更好地应对更多案件的处

理需要（这才是一种高级意义上的制度资源扩充）。
不过，仅仅依靠制度资源的扩充来应对“案多人少”也远不足够。制度资源的扩充，离不开相关话语资

源的配合。而且，相比于制度资源的扩充所受到的那些限制，对话语资源的使用所受到的限制要少很多。
如果说鼓吹 “为权利而斗争”口号的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配合诉讼中心主义的制度追求，那么今天对

有关“调解”的话语资源的利用，则可被视为是对诉讼中心主义的某种反省。正如前文所展示的，这种对关

于“调解”的话语资源的利用，正在微妙地改变那些用来应对“案多人少”的制度资源的结构与面貌。而对

于这一点，我们的关注和反思尚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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